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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诗学，在音乐、格律、形式上有深刻的反思，也有其长足的发展；而胡适对音乐性的逐渐重

视及新月社的集体创造，构成了这一时期对初期、发难期“质胜于文”的反拨。 ２０ 年代的音乐性有四个分支：一是

胡适的音乐性转向；二是传统音韵学熏陶下的诗人学人的主张与创作；三是新近诗人与学人强调音乐性，并对西方

音乐性有所借鉴；四是新月社诸君结党而论，把新诗音乐性推向高潮，彻底扭转了自由诗和初期白话诗不要音乐性

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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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诗学，在音乐、格律、形式上有深

刻的反思，也有其长足的发展。 这个反思，主要体现在

胡适对音乐性的逐渐重视以及新月社的集体创造，以
此构成了这一时期在形式上对初期、发难期“质胜于

文”的反拨。
新诗音乐性问题是新诗诞生后新旧两派以及新派

内部争论最激烈的问题。 因为音乐性是旧诗形式的根

本问题，是新诗革命的焦点问题，又是诗歌形式回避不

了的第一个形式问题。 所以，无论最初持有什么观点，
最后都在音乐性问题上交锋并寻得共识。 胡适发难以

后，新诗被人批评的主要问题也是音乐性的问题。 本

文涉及的众多诗学家、不同的观点都集中在如下问题

上：什么是新诗的音乐性（时称“音节”）？ 新诗的音乐

性是不是必须的？ 如果是必须的，与旧诗的音乐性有

何不同？ 如何叫做到了“自然的音节”？ 白话诗与文

言诗在音乐性上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白话读诗的停

顿与文言读诗的停顿是什么？ 白话诗的白话如何规定

相对独立的读音单位？ 这个相对独立的读音单位叫什

么？ 要不要一致或有规律？ 新诗要不要押韵？ 旧韵书

已经过时，新诗如何有新的韵书？
这些问题都属于新诗形式的问题，又都与新诗后

来发展的新格律理论有关。 但后面的所有问题都是从

音乐性问题开始的，所以，清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
还原当时的具体诗学现象，对于理解新诗形式发展，是
基础的工作。

２０ 年代的音乐性有四个分支：一是胡适的音乐性

转向；二是传统音韵学熏陶下的诗人学人的主张与创

作，这一派借鉴旧诗词音乐性与民歌音乐性营养的居

多，强调诗要有音乐性，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陆
志韦等；三是新近诗人与学人强调音乐性，并对西方音

乐性有所借鉴，如康白情、李思纯；四是新月社诸君，他
们群起响应，结党而论，把新诗音乐性推向高潮，彻底

扭转了自由诗和初期白话诗不要音乐性的风气。
一　 胡适新诗音乐性的转向及主张

１９１９ 年以后，批评新诗的不仅是梅光迪等人，一
些写新诗的新诗人、一些不写旧诗也不写新诗的读者，
也在批评新诗的粗糙，新诗的评价成为新诗能否生存

的大问题。 所以初期白话诗人纷纷回到旧诗那里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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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的营养，这也是梅光迪、任叔永理论的发酵使然。
在这个历史背景中，胡适开始反思初期的孟浪，开始研

究汉语本身的诗性、研究现代汉语诗歌的诗性问题，但
他最先就思考到音乐性的问题。

这就是他发表于 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的《谈新诗———八

年来一件大事》（以下简称《谈新诗》） ［１］ 一文的背景。
这时的白话新诗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 引胡适的

话来说，是不太妙：“自从一九一七年一月以来，这种革

命（指‘文学革命’———引者）———多谢反对党送登广

告的影响———居然可算是传播得很远了。 文学革命的

目的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活的文

学。 这两年来的成绩，国语的散文是已过了辩论的时

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期了。 只有国语的韵文———
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这“怀疑”
在新诗是否是诗，也就是是否有诗味诗性的问题。

胡适这篇文章，体现了他的诗学转向，由过去的只

讲白话的倾向，转向了强调诗性的倾向。 该文涉及了

两个问题，一是新诗的音节，一是新诗“具体的写法”
即用形象的方法做新诗的问题。 本文只拟研究前者。

胡适《谈新诗》虽然谈了五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即

关于新诗的音乐性，却用了全文三分之一的篇幅，体现

了文章的重心，对他经历的白话诗从酝酿到发难到被

批评到新的转折之临，作了历史的清理、检讨与未来的

展望。
《谈新诗》的音乐性问题有三个理论层次：一是新

诗有“音节”，但不是旧诗的“音节”；二是关于新诗“音
节”的定义；三是什么是新诗的“节”，什么是新诗的

“音”。 需要指出的是，胡适文章中使用的“音节”，是
当时普遍对新诗音乐性代用的概念，也是胡适自己经

常使用的概念，其内涵就是新诗的音乐性①。
（一）新诗有音节，但不是旧诗的音节

胡适首先联系实际说：“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

诗没有音节。 不幸有一些做新诗的人也以为新诗可以

不注意音节。 这都是错的。”那么错在哪里？ 胡适造了

两个概念，一是旧诗的音乐性概念，一是新诗的音乐性

概念。 他认为，攻击新诗的人，把旧诗的押韵与平仄两

个基本概念来对应新诗的音乐性，是不对的。 他举例

沈尹默《三弦》和他的《一颗星儿》说明：“这种音节方

法，是旧诗音节的精采”，“能够容纳在新诗里，固然也

是好事。 但是这是新旧过渡时代的一种有趣味的研

究，并不是新诗音节的全部。 新诗大多数的趋势，依我

们看来，是朝着一个公共方向走的。 那个方向便是‘自
然的音节’”。 所谓“自然的音节”，即下文将要论述的

他关于新诗的音乐性概念。 在此，胡适对平仄不能作

为新诗的音乐性的内涵的解释是对的，但他对押韵只

是旧诗特有的音乐性的说法，就不对了。
（二）什么是新诗的音乐性

关于新诗的音乐性，胡适解释为：“诗的音节全靠

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

用字的自然和谐。 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

不重要的事。 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就是句末无韵也不

要紧。”这种说法还带有他就发难期的特点，只强调白

话的自然，没有强调白话诗的音乐性规定。 这是他转

换期的特点体现，但比发难期有进步的是，强调了他所

谓的“音节”这个概念。
第一，关于“自然音节”即新诗的“节”与“音”的新

解。 这一方面的论述，是胡适音乐性最有理论贡献的

论述。
先看他“节”的概念。 他说，“自然的音节是不容

易解说明白的”，并例举了新旧两种诗，提出了旧诗两

个字为一节，新诗四五个字为一节的精彩论点。 他说，
“一层是说，五七言旧诗‘两个字为一“节”的’”，如
“风绽—雨肥—梅（两节半）”，“江间—波浪—兼天—
涌（三节半）”。 同时认为，“新体诗句子的长短，是无

定的；就是句里的节奏，也是依着意义的自然区分与文

法的自然区分来分析的。 白话里的多音字比文言多得

多，并且不止两个字的联合，故往往有三个字为一节或

四五个字为一节的”，如“万一—这首诗—赶得上—远

行人”，“旁边—有一段—低低的—土墙—挡住了个—
弹三弦—的人”。

再看他“音”的概念。 他认为，音“就是诗的声调。
新诗的声调有两个要件：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用韵要

自然”，“用韵一层，新诗有三种自由：第一，用现代的

韵，不拘古韵更不拘平仄韵。 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

韵，这是词曲通用的例，不单是新诗如此。 第三，有韵

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 新诗的声调既在骨子里，———
在自然的轻重高下，在语气的自然区分———故有无韵

脚都不成问题。 例如周作人君的《小河》虽然无韵，但
是读起来自然有很好的声调，不觉得是一首无韵诗”。

胡适这一段话，谈了四个意思：一是节的概念，这
是与旧诗对比着讲的；二是音即声调的概念，声调的概

念又分出两个要件；三是音即平仄与押韵（但由于白话

中平仄变了，故不讲）；四是只讲押韵，但也可以不押，
只要音节自然就好。 四层意思不时矛盾，但总体来讲，
是以白话的语言现实为出发点，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定，
但以写出自然和谐的具有音乐性的新诗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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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关于“节”的概念，是胡适新诗音乐性理论里

最重要的成果，也最有意义。
什么是节呢？ 胡适说，节是“诗句里面的顿挫段

落”。 什么是“顿挫段落”呢？ 根据他后面的例证来

看，也就是句子里相对独立的读音单位，比如，他把五

言诗分为“两节半”，把七言诗分为“三节半”，即两个

字“一”节，一个字“半”节。 以古诗这种读法为规律，
他把新诗里相当于旧诗两个字一样等长的、相对独立

的读音单位，谓之为“节”。 由于新诗使用现代汉语，
多字词多，这样，许多诗行就有许多三字的“节”，乃至

四、五字的“节”。 如他所举例的“旁边—有一段—低

低的—土墙—挡住了个—弹三弦—的人”，这行诗就被

胡适读成了七节。 至于每行的“节”数多少为宜，行与

行之间的“节”数有没有什么规律，该怎么设计？ 胡适

都没有说。 他只说到这里，但目标是给出来了的，就是

要做到“自然和谐”。
（三）胡适关于新诗音乐性理论的意义

其一，胡适区别了旧体诗与新诗在语言读音单位

上的根本区别，即是旧体诗的词用的字少，如两字或单

字，新诗的词或词组的字多，如三个字，甚至四五个字。
根据现代汉语理论，一个字是一个音节（这与胡适的

“音节”和“节”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二个字

的就是双音节词或词组，如上面的“旁边”、“的人”，三
个字就是三音节词或词组，如上面的“低低的”，四个

字就是四音节词或词组，如上面的“挡住了个”，等等。
换句话说，旧体诗是单音节的词多，新诗是双音节或多

音节的词或词组多，这是两种诗在读音单位上的最大

的区别。 这是后来从闻一多到何其芳的新诗格律体理

论的语言学基础，而这是由胡适在《谈新诗》里最早发

现的。 但这一点发现，是学界从来没有看到的，既往的

研究都是从闻一多讲起的。
其二，胡适上述关于新诗二字节、三字节、四字节

的读法的理论，就是后来闻一多的二字尺、三字尺、四
字尺的理论，也是何其芳的“顿”的理论，还是卞之琳

的“拍”的理论。 这是新诗至今为止格律体的基本理

论。
其三，胡适与闻一多、何其芳不同的是，他没有提

出如何做到读音单位的一致或有规律，只抽象地谈到

了“研究内部的词句应该如何组织安排，方才可以发生

和谐的自然音节”。
二　 传统音韵学熏陶下的诗人学人的主张

（一）刘半农的音乐论

刘半农于新诗的音乐性有三个建设性贡献：其一，

他是先于胡适、白话诗革命的先行者，第一位在新诗音

乐性上进行理论探索与创作实践的理论家与诗人，说
他是新诗音乐性的开山也不为过；二是理论上提出“破
坏旧韵、创造新韵”；三是身体力行，写了一批具有音乐

性的好诗。
１９１７ 年 ５ 月，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 ［２］，在

对韵文即诗歌改良的建议中，最重要的一项即所谓对

“韵”的改造。 他说，“第一曰破坏旧韵重造新韵”。 他

以顾炎武对沈约《四声谱》已脱离现实所论为据，批判

旧音韵的种种于今荒谬之处，提出三种新诗的解决办

法：“（一）作者各就土音押韵，而注明何处土音于作物

之下。 此实最不妥当之法”；“（二）以京音为标准，由
长于京语者为造一新谱，使不解京语者有所遵依。 此

较前法稍妥，然而未尽善”；“（三）希望于‘国语研究

会’诸君，以调查所得，撰一定谱，行之于世，则尽善尽

美矣”。 刘半农的这一主张，得到《新青年》主编陈独

秀的激赞，陈独秀在文后发表短评认为，“刘君此文，最
足唤起文学界注意者二事，一曰改选新韵，一曰以今语

作曲” ［２］。 刘半农依第一种方法作有《瓦釜集》。 后来

新诗的发展，确如刘半农所言进行。
刘半农还身体力行，以其三种方法写诗，先依江阴

口音写，后依京语写，其佳作为《教我如何不想她》。
这首诗，写于 １９２０ 年诗人旅居伦敦之时，由于琅琅上

口、音乐性强，被赵元任谱曲得以传世至今，成为现代

名曲。 这个“她”字，也是刘半农所发明。 语言学家赵

元任还称他是“新诗人中对于音调上写得特别流利的

一个作家” ［３］。
与刘半农意见一致的是语言学家钱玄同，他为胡

适的《尝试集》写的序，就这样说：“现在做白话韵文，
一定应该全用现在的句调。” ［４］

（二）沈尹默等的音乐论

沈尹默的《三弦》在 １９１９ 年被胡适恭维为算是早

期白话诗里难得的音乐性最好的诗歌之一。 胡适认

为：“这首诗从见解意境上和音节上看来，都可算是新

诗中一首最完全的诗。 看他第二段‘旁边’以下一长

句中，旁边是双声；有一是双声；段，低，低，的，土，挡，
弹，的，断，荡，的，十一个都是双声。 这十一个字都是

‘端透定’的字，模写三弦的声响，又把‘挡’‘弹’‘断’
‘荡’四个阳声的字和七个阴声的双声宁（段，低，低，
的，土， 的， 的，） 参带夹用， 更显出三 弦 的 抑 扬 顿

挫。” ［１］看到胡适这一段分析，真是惊异他由 １９１７ 年及

其以前主张“质胜于文”到 １９１９ 年后这两年间的巨大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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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刘半农站在整体文学革命高度，在白话诗

初期即对新诗音乐性大声疾呼不同的是，后来的陆志

韦、刘梦苇、刘大白、俞平伯、孙大雨、饶孟侃、朱湘、梁
实秋等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关于新诗音乐性的不同主

张与实践。
在刘半农、钱玄同、胡适从 １９１７ 到 １９１９ 年上述关

于新诗音乐性的强势话语背景下，新诗界关于诗学的

讨论也日益热烈，突出表现在《少年中国》１９２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出版的《诗学研究号（一）》和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出版的《诗学研究号（二）》。 这两期专号译比论多，主
要介绍英、德、印等国诗人，也有田汉谈诗歌与劳动等

文。 对新诗诗学有贡献的有两文，这就是康白情的《新
诗的我见》以及为这两期诗学专号激起讨论的李思纯

的诗歌形式长篇论文。 这两位文章涉及问题广泛，后
文仅谈谈他们在新诗音乐性上的主张。

（三）陆志韦的音乐论

陆志韦跟钱玄同、刘半农一样，是新诗诗学界兼有

诗人、语言学家身份的人，所以强调新诗的音乐性势所

必然。 他与钱玄同、刘半农不同的是，首从节奏入手，
次才研究韵律，他强调的节奏，与那些讲情感节奏的内

容派不同，专指诗中语音的节奏。 陆志韦写于 １９２３ 年

７ 月的《〈渡河〉自序———我的诗的躯壳》，提出了自由

诗的危机、节奏等重要诗学主张［５］。
陆志韦《〈渡河〉自序———我的诗的躯壳》的第一

个意义在于，它是切中时弊的针砭，也是至今不废的经

典。 所谓切中时弊，是指他指出了自由诗的危机，分清

了语言与诗的语言、天籁与有节奏的天籁当是为许多

“豪放的主张”所遮蔽的时弊。
什么是自由诗的危机？ 陆志韦认为，“自由诗有一

极大的危险，就是丧失节奏的本意”。 就是说，自由诗

失去了真正的节奏（“节奏的本意”）。 一说节奏，有人

便认为只有“情绪的吕律”、“内在的旋律”、有情感就

是“自然的音节”，甚至以节奏为情感的代词。 因为大

诗人言，所以影响就大，但究其实，两个节奏两个音节

各说各话，概念的混乱延迟了诗学的创造性发展。 陆

志韦说得很明白，“诗应切近语言，不就是语言。 诗而

就是语言，我们说话就够了，何必做诗？”分清了诗的语

言与生活的语言的区别。 再则，“口语的天籁非都有诗

的价值，有节奏的天籁才算是诗”。 所谓“口语的天

籁”，即所谓“情绪的吕律”是也，但陆认为，此吕律非

彼吕律，也就是说，“口语的天籁”不等于“有节奏的天

籁”，“有节奏的天籁才算是诗”。
第二个意义在于，定义了节奏。 他在文章中就旧

诗与外语诗歌的节奏作了分析：汉语的平仄用高低当

节奏，拉丁语用长短，条顿语用抑扬。 “依心理学家说，
音的强度一抑一扬，是论节奏最根本的现象。 其次是

长短，再次才是高低”；“我国普通语没有入声，不分长

短，断乎不可远追秦汉，近仿拉丁的了。 现在只有舍平

仄而采抑扬”；“只是讲抑扬也不是一言可了。 英文诗

没有不用抑扬，……自由诗用语气的强弱最易通融。
我的意见，以为中国改用抑扬，可取中庸之道。 条顿语

的诗大概一行要定几个重点，不过重点（音）与重点

（音） 之间可用一个或两个甚至于三个轻的声音。
……中国一字一音，所以我们诗体从没有这样的自由。
只有后世人读唐人乐府里的‘君不见’‘嘻磋乎’等成

语，有些仿佛②。 我这本小册子里，《罂粟花》等诗每行

五节，《永生永死》等诗每行四节，每节有一两个轻音。
都须照西洋的读法。 这是我们份所应得的自由。” ［５］所

以，他认为，在新诗里，留下来的就是“音之强弱一往一

来，有规定的时序”。 陆志韦关于节奏的想法，舍弃了

顿的考虑，只从语言学理论与心理学理论规定的概念

出发结合现代汉语来讲，有道理也有问题，应用的通适

性是不强的。
陆志韦还强调了韵的次要的作用，在他看来，“韵

的价值并没有节奏的大”。 他提出关于韵的三种用法：
“破四声”，“无固定的地位”，“押活韵，不押死韵”。 他

提出，中国现存的韵书，无论在语音史上的价值怎样的

大，用以做现代汉语的已经是“可笑可恶”了，因此他

“曾有一种企望，把京音照《广韵》的方法分为几十个

韵，不再分平上去”，以为新诗的韵书。
陆志韦的意义在于，在针砭时弊、学理清厘后，提

出了一个口号：“我的意见，节奏千万不可少，押韵不是

可怕的罪恶。”他的努力受到了同时代学人诗人诗学家

朱自清的激赏，认为“他实在是徐志摩氏新格律运动的

前驱” ［６］。
三　 新近诗人与评家的看法

（一）康白情的音乐论

康白情在《少年中国》 “诗学研究号” （二）上的这

篇头条论文《新诗的我见》 ［７］，是《少年中国》１９２０ 年两

期“诗学研究号”上最重要的论文。 论文分七个部分，
全面论述了他的新诗观。 最重要的是回答了新诗形式

特别是音乐性的现实问题，即解决了破坏旧的以后怎

么办的问题。 康白情提出了“自由成章而后有一定的

格律，切自然的音节而不必拘音韵，贵质朴而不讲雕

琢，以白话入行而不尚典雅”，做到了“不显韵而有韵，
不显格而有格”，体现了新诗“自然的美”。 这也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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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新诗杰出理论家与诗人共同的主张。
康白情“自然的音节”的美说得很明白，首先是情

感的自然流露，有真情就能动人，就算有“自然的音

节”。 在此，康白情与郭沫若的自然流露的说法很接

近。 但郭沫若把这种自然流露的诗的音乐性叫做“情
绪的吕律” ［８］４６－４７。 这显然是把内容的情感的美与形式

的音乐的美混为一谈了，是只重内容方面“情绪的吕

律”而不重诗形的语言的音乐美的。 康白情的第二个

看法是，也不排除形式的音乐性，所谓“新诗本不尚音，
但整理一两个音就可以增自然的美，就不妨整理整理

它。 新诗本不尚韵，但整理一两个韵就可以增自然的

美，又不妨整理整理它。 新诗本不尚平仄清浊，但整理

一两个平仄清浊就可以增自然的美，也不妨整理整理

它”。 这给形式的音乐美留了一个空间。 第三，“总

之，新诗音节底整理，总以读来爽口，听来爽耳为标准；
若到真妙处，更可以比官能更进一层”。 把情绪与语言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做到内外的音乐性一致，就更好。
这是很好的展望。

（二）李思纯的音乐论

受《少年中国》两期诗学研究号，特别是康白情上

文的刺激，远在国外的李思纯写出了今天看来很重要

的一篇新诗形式论的论文《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

见》 ［９］，其中涉及到新诗的音乐性。 这篇论文长期被人

冷落，是不正常的。
李思纯说，新诗自发难以来，有成绩也有缺点，他

赞成新诗的革命，但他比较新诗与欧洲诗的十二音律

和汉语的五言七言等各自音乐性的特点以及表现力的

区别后，认为新诗由于形式上的问题，能否取代旧诗值

得怀疑。 形式上“太单调了”、“太幼稚了”以及“太漠

视音节了”是其三大问题。 他认为，新诗形式上最大的

问题就是音乐性太弱。 李思纯这篇文章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
一是中外诗歌形式主要是音乐性上发展的简史。

在对中外诗歌形式主要是音乐性上发展的回顾中，李
思纯认为，中外诗歌都走过了从音乐性的民谣到格律

的过程。
二是关于汉语诗与欧洲诗在音乐性上的区别问

题。 在汉语诗与欧洲诗音乐性区别方面，李思纯分析

认为，二者规律大体相同。 另一方面，他比较了汉语诗

由古体到近体，欧洲语诗格律形成的历史，认为汉语诗

在一字一音节地构成，欧洲语诗在十二音节地构成，不
是由词而是由音节（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构成。 这是很精到的。
他的分析暗含了汉语诗在近体诗中字词音节的一致

性，欧洲诗在词与音节上的不一致性的规律，从而认

为，格律都以音节为依据。
三是汉语在读音单位上的特点。 李思纯在当时提

出了一个非常科学的观点，“单节音（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ｌｅ）的

中国文字”，即今天我们语言学所公认的汉语是单音节

的文字的原理。 李思纯发展了胡适在 １９１９ 年《谈新

诗》里所谓“二字节” “三字节” “四五字节”直觉领悟

式的对现代汉语读音单位的意识，把这个意识提高到

语言学的理论高度上，这是很难得的。
四是旧诗与新诗在音乐上的区别及新诗在音乐上

的问题。 在李思纯看来，旧诗由于利用了字、词、音的

一体，而新诗恰恰在这一点上，失去了汉语的长处。 他

是从面上来论证的，并且提出了改正的办法。 “单节音

（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ｌｅ）的中国文字，音节的关系较重。”意思

是，旧诗的汉字由于是单音节字也是单音节词，因此，
音的统一，也是音尺的统一，也是形的统一，这是旧诗

比欧洲语诗好的地方。 但是，新诗由于不重音，也不重

形，所以汉字的好处都丢掉了。 而汉字最重要的是要

有音乐性。 所谓“音节关系较重”就是指的这一点。
新诗就要利用这一点。 同时，从诗形式上看，“为诗体

外形的美起见，也不可过于漠视音节的”。 这是后来闻

一多的建筑美与音乐美的统一的问题了，但李思纯在

１９２０ 年已经提出来了。
五是新诗要重视音乐性的传播作用，这样才能扩

大新诗的影响。 他比较了民谣与新诗在传播上的特

点，认为：新诗内容再好，音乐形式不好，传播就不会

好；民谣内容浅陋，但音乐形式很好，传播的效果就好。
所以新诗不要孤芳自赏。 “中国一般社会的俗歌俚谣，
本无微妙之意境，深长之趣味。 不过因为音节的合于

歌唱，所以也就‘不胫而走’，显示出支配社会的大力

量。 我们于这一点上，还得深思。 若说是社会的欢迎

与否，不关重要。 那么，我们也不过与‘拜杜尊韩’的

旧式作者一样，闭了门自家赏玩顽意儿罢了”。
六是提出了“今后改进的建议”：一是借鉴欧洲诗

歌的长处，二是“融化旧诗及词曲之艺术。 ……以创造

新诗，也可免了许多幼稚直拙的病”。 他举胡适的《新
婚杂诗》、《一颗星儿》，康白情的《从连山关至祁家塞》
为例来说明，认为两位“都有融化旧诗、以创造新体的

趋向”。 特别是康白情的《从连山关至祁家塞》—首，
开首两句“这里的山花，比银还要白些。 这里的山色，
比笺还要浓些”，“写景非常美妙”。 李思纯认为这两

句比王土禛称赏的“谷城山好青如黛，滕县花开白似

银”，“趣味还更浓厚”，并认为“这便是融化旧诗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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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很具体的分析与建议。
四　 新月派诗人与评家的看法

新月派是 ２０ 年代新诗音乐性理论的重要基地，影
响也最大。

新月派的音乐理论是在老一代音韵学家、诗学家

的基础上，同时在发展了新近诗人学说的基础上，集大

成的成果。 这个大成，就是闻一多。 闻一多由于自清

华学校开始进行古代律诗研究、新诗研究，并从事新诗

创作实践，所以，他的理论不是兴之所来的临时断想，
而是近十年的精思殚虑之作。 因此，闻一多、饶孟侃、
朱湘、徐志摩、梁实秋等新月派音乐性与格律理论中，
重镇是闻一多。

（一）闻一多的音乐论

闻一多的新诗音乐论具有理论上的自觉与研究。
自新诗诞生后，闻一多与其他新诗家不同的是，在鼓吹

其时代新诗内容的时代精神的同时，特别关注诗歌的

形式意义及其借鉴。 １９２１ 年他为清华文学社作报告

《诗歌节奏的研究》，紧接着的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至 ３ 月，闻
一多写成了《律诗底研究》长篇论文，对新诗学中“律
诗否定”论进行批判与反驳。

闻一多的新诗音乐论是其新诗格律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 １９２６ 年，闻一多的《诗的格律》 ［１０］ 一文，全面地

阐述了他的新诗格律理论。 在他看来，“属于听觉方面

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但是没有格式，也
就没有节的匀称，没有音尺，也就没有句的均齐”。 在

新诗格律论的总钥下，闻一多提出了“三美”统一的理

论，即“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

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三美中，“建筑的

美”和“字的均齐”与音乐美是完全相关的，即与闻一

多的音尺一致，如两个二字尺加两个三字尺，或另外的

组合，等等。
闻一多关于音乐的美的基本思想是“音尺”说。

他的“音尺”说是对胡适“诗句里面的顿挫段落”思想

的借鉴与发展。 胡适 １９１９ 年《论新诗》已经看到了新

诗的现代汉语的多音节词与近体诗的单音节词之不同

这一诗学现象，并提出了关于做到“顿挫段落”的想

法，闻一多的这个思想是对胡适思想的发展。 他关于

音乐美的理论，有两点：音尺与押韵。
首先，什么是音尺？ 音尺是闻一多对一个相对独

立的读音单位的称谓，即胡适所谓的“节”，即“诗句里

面的顿挫段落”。 他认为新诗有两种普遍的音尺，即三

字尺、二字尺，这当然是根据现代汉语多音节词的语言

现象对症的。 这个三字尺、二字尺，可以是词，可以是

词组。
其次，一行要有两个三字尺、两个二字尺，即读四

顿。 这是闻一多的规定。 当然这个规定是基于七律四

读的习惯而来，也有三顿的，这在习惯于五言左右的人

那里比较通行，也有五顿的，这在习惯写长句子的人那

里也时有。 但基本是四顿。 闻一多举了他的《死水》
这种麻将牌式的格式，说明了两个二字尺、两个三字尺

不断变化的情况以及这种四顿与字数一致的情况。
《死水》至今被学术界认作是新诗的经典之作，《死水》
的四个音尺与十一字的格式，也并不让人觉得不自然。
这就是音乐美的典范了，同时也是建筑美的典范了。

再次，押韵。 这个问题他用音节二字概括了，也因

为如他文中所说，饶孟侃已经说得很多了，所以没有展

开，但押韵是他坚定的主张。 他的诗都有韵，且押得准

确自然，“锁住了”行与行、节与节，让韵把诗的音乐性

联成一个整体。
最后，关于音尺整齐与句法整齐的关系，闻一多说

得很透彻也说得很辩证。 句法的整齐促进音尺的整

齐，音尺的整齐决定句法的整齐，但仅是句法的整齐不

一定导致音节的和谐。 “彻底的讲来，句法整齐不但于

音节没有妨碍，而且可以促成音节的调和。” “这样写

来，音节一定铿锵，同时字数也就整齐了。 所以整齐的

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 绝对的调和

音节，字句必定整齐。 （但是反过来讲，字数整齐了，音
节不一定就会调和，那是因为只有字数的整齐，没有顾

到音尺的整齐———这种的整齐是死气板脸的硬嵌上去

的一个整齐的框子，不是充实的内容产生出来的天然

的整齐的轮廓。）”
（二）饶孟侃的音乐论

饶孟侃是在新诗的音乐性与格律性问题上费力至

多的一位诗学家。 徐志摩曾把他与闻一多并提为“在
同人中卖力气最多”的两位之一［１１］。

饶孟侃在《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了两篇论新

诗音乐性的论文，即《新诗的音节》、《再论新诗的音

节》，系统论述了他的新诗音乐性及格律论的主张。 与

上述各位音乐性概念有区别的是，他的音节的概念，是
包含了音乐性与格律性两个因素的，本文主要谈音乐

性一面的内涵。
饶孟侃有两个基本观点是当时有明显针对性的。

一是对郭沫若“情绪的吕律”的质疑，认为情绪与音乐

性是两回事。 情绪是诗之必须，凡诗一定有情绪，但不

一定有音乐性。 音乐性是诗之形式问题，是属于音节

格律的问题，是增加诗美的因素。 二是对康白情“自然

４５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音节”③的质疑，认为自然音节不含而诗的音节含人

为的格调、韵脚、节奏和平仄等形式［１２］。 这两个针对

性的论战性的观点，由于均在《诗镌》上发出，被淹没

在闻一多新体格律的巨大身影下，因此，众多文论选

本、诗论选本均未选饶文，造成他观点的被遮蔽。
饶文关于音节的观点大的有两个：音节对诗的意

义、诗歌音节的内涵。 在诗歌音节的内涵里，他分别讲

了诗歌的格调、诗歌节奏的内涵、新诗要押韵、新诗要

讲平仄等。
首先，关于音节的意义。 饶孟侃认为，诗歌包含意

义与声音两个要件。 如果只有意义没有“调和的声

音”，即使意义再“委婉、新颖”，也“只能算是散文”；反
之，声音“再和谐”，但如果“没有意义”，也就只能算是

“动听的音调”。 而“诗的音节”能让诗歌的意义与声

音“调和得恰到好处”，因此，“音节在诗里面是最要紧

的一个成份”。 在此，“音节”的概念其实是诗歌整个

的音乐性与格律性的统一的概念了。
其次，关于诗歌音节的内涵。 饶文认为，新诗的音

节，“包含得有格调、韵脚、节奏和平仄等等的相互关

系”。
所谓格调，指的是诗歌每一段的格式，这属于格律

论的范围，此不赘。
他认为新诗要押韵。 在押韵的问题上，他高度肯

定韵对于诗歌“形式”的组织意义，所谓“形式”就包括

他所说的格调（字句排列的形式）与节奏（抑扬、顿挫、
拍子）的组织意义。 他认为，韵的意义在于，能把“每
行诗里的抑扬的节奏锁住，而同时又把一首诗的格调

缝紧”。 这是很深刻的观点。 押韵是一种声音的回覆，
通过声音的回覆可以把意义呼唤，同时能把不同诗行

的意义、形式呼唤，以构成一个整体，这就超越了音乐

性本身，成了他所说的锁住的格律因素。 在具体的韵

脚上，他也主张“以普通的北京官话为标准”，不照旧

韵，用土白做诗时也可押方言韵，同时在韵脚上可以不

管平仄。
所谓节奏，饶孟侃的观点有所不同。 他的第一个

观点区别了两种节奏：一种节奏是诗里情感自然体现

的节奏，如徐志摩的《盖上张油纸》，闻一多的《大鼓

师》、《渔阳曲》；另一种节奏是诗人根据诗歌的“格调”
即每节每行的字、词组排列形成的格式，而用相应的拍

子顿挫形成的混成的人为的节奏，比如闻一多的《死
水》的每行的四个拍子。 显然，他所说的节奏，是指的

读音单位的顿挫构成，即所谓音顿的意思。 他认为，这
种节奏，主要是第二种节奏，最后要达到自然的效果。

第二个观点，“拍子固然能把诗的音节弄得生动，而如

果过分地注意拍子，就会导致音节和情绪失去了均

匀”，所谓均匀，也就是自然天成的意思。 现在来看饶

孟侃的看法还是辩证的、正确的。
与其他新派诗学家不同的是，饶孟侃还强调要充

分利用汉字平仄的优势与特点。 一方面，他认为，汉字

的平仄是汉字抑扬顿挫非常重要的因素，完全抛弃了

平仄就抛弃了汉字的节奏韵脚的优势，诗歌的音节性

就弱了，所以，新诗能利用汉字的平仄时，就要利用汉

字的平仄；另一方面，也不能拘泥于平仄，不是要回到

旧诗格律的平仄窠臼中去。 这一点，也是让他独步于

当时的诗学界，今天也不失其意义。
（三）朱湘的音乐论

音乐性之于朱湘，就像朱湘的生命，他只要存在，
他就在呼喊这一旋律。 音乐性不仅于他的诗学理论是

特色，而且也是他众多诗篇的特色，在现代诗歌史上，
也许他的诗是音乐性最强的。 这音乐性也如他洁癖的

性格，容不得世俗的玷污，所以总那样清纯自然，甜美

可亲。
朱湘在音乐性与格律论上有鲜明的论点，这里只

谈音乐性的问题。
首先，有无音乐性是有诗歌能否成立的必要因素。
朱湘很信奉的是柯尔律治的一句话：“要看一个新

兴的诗人是否真诗人，只要考察他的诗中有没有音

节。”他进而解释了这个意思，打了个比方说：“一个运

动家若是不曾天生得有条完美的腿，他的前程一定不

会光明。 音节之于诗，正如完美的腿之于运动家。”也
就是说，如果诗人没有音乐性的能力，那诗人这一辈子

的诗歌的成就“一定不会光明”。 他还进一步说明音

乐性在诗歌中的重要，“想象、情感、思想，三种诗的成

份是彼此独立的，惟有音节的表达出来，他们才能融合

起来成为一个浑圆的整体” ［１３］２９－３０。
其次，朱湘认为，韵律是诗的音乐性最重要的成

份。
朱湘说，“音韵是组成诗之节奏的最重要分子”。

他对新诗发难期中有的把音韵讥讽为“老太婆的裹

脚”的偏激言论进行批评，认为即使是西方认为自由诗

为最高的形式，也不能盲从，何况并没有如此。 他认

为，新诗一定要押韵，这押韵之作用，如上文所说，乃一

诗之成立与否的音节中的重要因素。
针对押韵，朱湘有两方面成熟的思想：一是对中西

诗歌之借鉴，尤其是对中国传统诗词歌赋以及民歌精

化之借鉴，以臻至善；二是对创作中如何押韵、如何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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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韵等的思考。
一则，朱湘认为，应打开思路，从中外古今经典及

民歌中借鉴其长。 其中他最佩服的是楚辞与词。 他

说：“《楚辞》音调在我国诗坛上只有词可以比得上。
如《少司命》中‘秋兰兮縻芜’一章用短促的仄韵，下面

‘秋兰兮菁菁’一章换用悠扬的平韵，将当时情调的变

化与飘忽完全用音调表现出来了。 这种乖后来只有词

家学到了。 如《西江月》等调所以几年来那般风行，便
是音调在里面作怪。” ［１４］５１与此同时，他还主张除去旧

有的“一个宝藏悉尽的矿山”，还有三种不可缺少：“亲
面自然（人情包括在内）”，“研究英诗”，“攻古民歌”。
这思路在当时是开放的，在今天也是开放的，他既不只

拘泥于古代、民歌，也不只拘泥于外国，更不只拘泥于

现实（亲面自然），而是兼收并蓄，取长补短，所以他能

写出《王娇》那样长篇的乐章，也能写出《采莲曲》这轻

盈的短章，自然天成，以声动人。
二则，朱湘于诗的押韵有三个原则。 第一，注重新

诗押韵要新颖，切忌落套。 他说：“在押韵方面、尤其是

在短篇的诗里，最忌的便是落套。” ［１５］这个思想是深刻

的，这也正如比喻一样，只有新颖的比喻才能给人以生

动形象的感觉，有新颖的韵脚，会让人记忆深刻，增加

诗歌的音乐性。 第二，韵要与诗所写的情节氛围协调，
并起到烘托情节氛围的作用。 朱湘以自身创作的《婚
歌》、《采莲曲》、《王娇》、《草莽集》诸作为例，说明在

不同情境中押不同韵以烘托其情状写其境的经验，这
些经验证明了朱湘才情来源于勤奋创作的实情，“《草
莽集》以后我在音调方面更是注意，差不多每首诗中的

我都牢记着这件事”。 这也证明了“做”在诗歌创作中

的作用。 朱湘的诗在音乐性上不仅如他所言与情相

偕，更重要的是其韵自然天成，不见任何做作扭捏之

态，所以才理解他对闻一多音乐性的苛评［１６］３２８－３５７，对
徐志摩的刻评［１７］２９８－３２７，才知他对自己更为苛刻，他是

把新诗的音乐性奉作了他的上帝了。 所以他说，中国

新诗能不能超越西诗，在于是否有许多在认真做诗的

人。 朱湘关于旧大鼓师词、新大鼓词的说法，以及“我
的许多诗应该用大鼓方法来唱”的建议，是现代汉语诗

歌中最难得的音乐性宣言。 第三，是要讲规矩，土白就

土白，国语就国韵。 “作哪种土白诗用哪种土白韵”，
在对徐志摩关于用北京方言诗中用浙江海宁土白的批

评中，见出他关于新诗音乐性以及现代汉语语言纯正

的一贯主张［１７］２９８－３２７。
新月社的孙大雨、刘梦苇这时也有一些在新诗音

乐性上的贡献。

据孙大雨 ９０ 年代自述，孙大雨当时就有过用严谨

的格律进行音顿创作的实践。 孙大雨在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

间已经跟闻一多一起切磋关于现代汉语诗歌的音组的

问题，并于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晨报副刊·诗镌》上
发表《爱》这首诗，就是现代汉语新诗最早的格律体。
这首诗以十四行为体，每行五个音组，每组二字顿或三

字顿，与闻一多同时发表的关于音尺的理论甚为相同，
且早闻一多《死水》５ 天发表。 此外，他在 １９３０ 年又最

早提出了“音组”的概念：“我作出‘音组’（字音小组）
那个定名乃是以后的事，我记得是于 １９３０ 年在徐志摩

所编新月《诗刊》第 ２ 期上发表莎译《黎琊王》一节译

文的说明里。” ［１８］

刘梦苇主要致力于《晨报副刊·诗镌》的组织等

工作［１９］３９０－３９３。
（四）２０ 年代其他诸人的音乐论

２０ 年代关于新诗的音乐性主张，由胡适 １９１９ 年

《谈新诗》以后逐渐散漫开来，成为一种大多数人的共

识，除了郭沫若极少数人坚持内在的“情绪的吕律”为
诗歌的音乐性外，绝大多数人渐渐改变了胡适初期“自
然的音节”的内涵，基本同意有顿、有韵的共识。

其中，梁实秋在清华学校的初期评论中也体现了

这种思想。 １９２３ 年，梁实秋与闻一多一起在清华文学

社活动期间，也介入了新诗评论。 他写有 《诗的音

韵》 ［２０］一文，提出了闻一多时人坚持的基本观点，一是

强调诗歌应有韵，驳斥当时少部分人在主张自由诗时

不要韵的说法是“没能了解诗的音韵的作用”，要注意

“韵脚、平仄、双声、叠韵”，新诗有韵才“耐人咀嚼”，针
对旧韵过时的现实，提出要“创造出新诗的新音韵”的
观点。 同时他也反对拘泥旧韵的做法。 在传统诗歌音

韵手法的借鉴上，他非常重视平仄与双声叠韵的使用。
他认为，应把平仄与英诗的重音一样看待，不应抛弃，
因为平仄有一种“使一行诗有高下急缓不同的声调，可
使读者沉醉，又总使读者清醒”，时有新见。 他还认为，
使用双声叠韵，可以免去“新诗字句上很容易犯的平衍

冗长的毛病”。 这些看法，是当时刘半农、沈尹默创作

之得，虽然不无新见，但对反对音韵的当时来讲，是有

现实意义的。
朱自清在对俞平伯的《冬夜》的评论即《冬夜·

序》中，对俞平伯《冬夜》的音乐性也作了肯定。 他一

方面分析了俞平伯在借鉴旧诗词曲上的功力以外，提
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新诗的音律，固然应该参考外国诗

歌，却更不能丢了旧诗、词、曲。 旧诗、词、曲底音律底

美妙处，易为我们领解、采用；而外国诗歌因为语言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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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异，就艰难得多了” ［２１］。 这里涉及到现代汉语诗歌

如何借鉴古代汉语长处特点是诗美长处的问题，同当

时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一类人的观点很接近。
这里要说一下郭沫若。 郭沫芳坚持的是他的“情

绪的吕律”与“情绪节奏”说。 他在 １９２６ 年他发表《论
节奏》—文，仍然把主要观点放在情绪的内节奏里，认
为：“情绪自身，便成为节奏的表现。 ……旧体的诗歌，
是在诗之外，更加了一层音乐的效果。 诗的外形，采用

韵语，便是把诗歌和音乐结合了的。 我相信有裸体的

诗，但是不借重于音乐的韵语，而直抒情绪中的观念之

推移，这便是所谓散文诗，所谓自由诗。 这儿虽没有一

定的外形的韵律，但在自体，是有节奏的。” ［２２］ 也就是

说，对于诗来说，我们所讨论的音乐性即外在的音韵等

规定是没有关系的，是不必要的。 但他同时在本文中

也表示了一点对音韵的容忍。 他说：“有情调的诗，虽
然不必再加以一定的音调，但于情调之上，加以音调时

（即是有韵律的诗），我相信是可以增加诗的效果

的。” ［２２］但他并没有把这音乐性称为节奏，也没有把它

作为诗的必须的构成部分。 这是要说明的。

综上可得如下结论，由于胡适 ２０ 年代由白话向诗

性的转向，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新诗音乐性进入理论自觉

的时期，诗学家论述广泛，成就突出，由此奠定了新诗

格律化理论的基本格局。

注释：
①为了论述的方便，凡是胡适使用的概念，文中仍沿用“音节”说法，但著者论述时，均使用“音乐性”说法。
②其实在六朝前不讲平仄之时，《诗经》的复沓、《楚辞》句中的“兮”字也有这种特点，并且很典型。
③康白情“自然的音节”与胡适的“自然的音节”论是不同的，胡适的含读音的“顿挫”即音顿的意思，见本文有关胡适《谈新

诗》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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